项目负责人、中国政法大学法和经济学研究中心张卿副教授作主题报告。他说，立法评估是为了避免立法不当造成过高的试错成本，中国目前也有立法评估，但大都是立法后评估，而且基本上是对必要性、合法性、协调性、可操作性和实效性的评估，方法也只是运用问卷调查、召开座谈会、实地考察等，主要使用定性分析方法，很少运用定量分析方法和影响分析方法，结果是主观性评估成分较多，客观量化指标较少。而且，中国目前评估的法律法规所涉事项大都远离民众生活，民众关注度不高。国外有着较为完善的立法评估框架，在借鉴国外立法评估时，应当建立起适合中国国情的理论框架。 

    他认为，立法前评估主要是评估通过立法设计的重要制度和规则的约束条件（包括经济约束、制度约束等），评估立法预期对经济、社会和环境的影响。从程序上看，要求立法机关和具有立法权的行政机关按照影响分析和成本收益分析的程序制订法律法规；从实体上看，要求把参与立法、执法和守法过程的各方当事人联系在一起，实际上是把立法公正目标和市场效率目标联系在一起，把法律制度和市场约束联系在一起。因此，需要考察的问题包括两大类，一是何种政府监管措施必须进行立法评估？二是对于纳入评估范围的监管措施，应具体分析一下监管措施的预期目标和影响、可以采用的各种方案、成本和收益、分配正义、竞争、环境等几个方面的问题。在具体进行评估时，评估的指标要从两个方面进行讨论，一是经济影响，二是社会影响。他认为，在进行这一研究时，要充分发挥交叉学科的优势，运用法经济学的分析方法，完成从必要性、合法性、协调性、可操作性等定性分析到成本收益分析、成本有效性分析、不确定性分析等定量分析的转变，设置科学指标。项目团队将通过系统地分析西方监管理论在我国的适应性和应用问题，提出符合中国国情的、系统的立法评估方法，建立立法评估的相应指标、模型，并以学术专著、论文和研究报告等形式体现相关研究成果。 

    项目组成员、中国政法大学法和经济学研究中心徐光东副教授对报告作了补充。他提出，自2002年格莱泽和施莱弗的《监管型国家的兴起》一文发表后，对政府监管的讨论在学界逐渐展开。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司法方式难以解决各种市场失灵问题，需要借助政府监管的力量解决司法的不足。但是在赋予政府监管权力的同时，谁来监管监管者成为一个难题。经过研究发现，运用成本收益分析方法对政府监管进行约束，从而限制监管者的自由裁量权，是实现有效监管的重要途径。在进行成本收益分析时，可以借鉴LLSV的思路，设计指标并赋值，运用计量分析方法对法律进行评估，使其更具操作性和科学性。另外，在进行成本收益分析时，也应当考虑纳入行为主义方法，从而使其更具说服力。 

    与会专家、学者针对报告里的主要观点进行了深入讨论。 

    首先聚焦的是立法或监管措施的必要性问题。美国通用电气公司法规部张兴祥副总监提出，现行过多的监管政策已经成为经济发展的障碍，各行各业监管措施频频出台，限制了市场本身发挥作用。中央财经大学法学院高秦伟教授认为，在立法评估时有必要说明国外政府规制改革的历史以及我国政府规制改革的情况，从而分析要不要监管以及如何监管。全国人大常委会财经委经济室李命志副主任也认为，要考虑监管和司法的平衡，划定监管的界限。南开大学法学院宋华琳副教授则从理论与实际相结合出发，指出中国的监管现状非常混乱，政事不分、政企不分等现象极其严重，因此需要对监管理论进行梳理。 

    对于立法评估的工具——定量分析，张兴祥副总监认为，法律中的很多因素难以通过指标量化，特别是涉及到价值判断时更是如此，另外，长期评估时如何计算金钱的时间价值也值得探讨。中国社科院法学所李洪雷副研究员也认为，定量分析存在局限性，即便在美国也难以完全不受意识形态、政治力量的影响，所以，应当综合运用定量分析和定性分析的研究方法。中国政法大学刘飞教授则提出了量化分析的可靠性问题，他认为，量化指标的设定以及各指标的赋值、权重具有主观性，量化分析实际上是拆分了的定性分析，因此进行定量分析时也要结合定性分析。 

    与定量分析相关的问题是数据的可得性和可靠性问题。中央财经大学欧阳日辉副教授认为，在做成本收益分析和成本有效性分析时，数据存在可得性、可靠性和连续性问题。张兴祥副总监也认为，在中国，由于信息不公开导致数据难以取得，从而影响了定量分析的可行性。 

    与定量分析相关的另一个问题是法律指标设计。高秦伟教授认为，评估指标涉及因素众多，因此比较难以设计。国家行政学院学报焦利副主编认为，在设计评估指标时，要权衡各指标的权重，经济指标、社会指标等要综合考虑。中国政法大学法和经济学研究中心胡继晔副教授则认为，经济学界和法学界对LLSV的指标体系态度不同，这根源于二者不同的思维方式，因此需要整合两种思维，在指标设计中需要听取法学界的声音。 

    对于立法评估与中国目前的政治体制以及其他现行制度相适应问题，张兴祥副总监提出，我国的现行体制是先有法律规划后有法律制定，所以应该考虑如何使得立法评估与立法规划相适应。国家行政学院法学部张效羽讲师则提到了我国目前的“执法状况检查”制度，主张将立法评估制度与现行的执法状况检查报告相结合，这样可以利用现有平台，为制度实施提供便利。 

    对于立法评估机构，高秦伟教授提出，国外有专门的立法评估机构（例如OIRA），我国是否也需要这一机构值得讨论。中国体改研究会公共政策研究中心雒亚龙副主任也指出，应当考虑谁来做立法评估，无论是自设评估部门还是通过招标聘请第三方进行评估，都会涉及到一些具体问题，需要进一步讨论。 

    对于研究目标，欧阳日辉副教授认为，项目成果可以分四个层面：翻译西方相关著作；文献综述性论文；实证分析论文；专著。在选择研究对象时，全国人大常委会财经委经济室李命志副主任认为，应当选取具有代表性的法律、制度，这样研究成果才更具意义。时红秀教授提出，应结合政府需求，以“有限目标，重点投入”为原则，做几个具体领域的评估。刘飞教授、李洪雷副研究员、宋华琳副教授、胡继晔副教授也持相同观点。国家行政学院学报焦利副主编从期刊杂志读者偏好的角度提出建议，认为选择具有代表性的对象进行评估的话，成果将更具影响力。 

    立法评估需要考虑的其他因素也是与会专家学者深入讨论的一个话题。这些因素中，有共性的因素，也有与中国国情相关的因素。共性方面，高秦伟教授提出，在评估时应当涉及经济、政治、社会、心理等综合知识。李命志副主任也认为，立法评估应当运用多学科知识，缺乏综合知识将会限制学者在经济生活领域法律的立法过程中的作用。 

    与中国国情相关的因素，中国体改研究会公共政策研究中心雒亚龙副主任指出，目前我国各部委也在做立法前评估，但是比较零散，相关部门在决定是否做评估时考虑众多因素，如部门力量对比、是否对其有利、预算约束等，而且各部门会根据自己利益做判断，从而得出不同的评估结论。李命志副主任结合自己在工作中的体会，分析了目前我国立法评估选取的法律不具有代表性的原因——部门利益难以协调。另外他还提出，法律是动态的，因此不应当过分强调对立法前评估和立法后评估的区分。 

    席涛教授对本次研讨会进行了总结。他指出，通过深入研讨，本次研讨会达成了四点共识：一是，评估内容的一致性。评估对象应当选取社会关注高的法律，例如涉及收入分配、社会保障、劳动关系、预算收支的法律。二是，评估方法的一致性。要将定性分析与定量分析相结合，过多定量分析会忽视传统法学强调的公平、正义，而过于强调定性分析又缺少数据支持，科学性不足。三是，评估的客观性。在进行立法评估时要排除干扰因素，这样才能保证评估的准确性。四是，我国法律存在大量授权性规定，这些规定大都是在交织着诸多部门利益、立法难以达成一致的情况下为谋求法律顺利通过的权宜之计，这些授权性规定掏空了法律的核心内容。因此，立法评估的目标应定位于减少法律的不确定性以及限制行政机关的自由裁量权，从而做到减少直至消除我们“不知道的法律”，最终提高法律的技术性和操作性,用法律保障中国经济社会的安全和稳定。

